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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时代下的居民主观经济福利感知
———基于经济地位认同偏移视角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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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 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
好生活， 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与此同时， 数字经济已成为驱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
引擎。 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为居民经济地位认同偏移带来了潜在风险， 为提升人民主观经济福利感
知， 增强人民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带来了新的挑战。 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 互联网实现跨越式
发展， 深度渗透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 成为居民主观经济福利感知重要影响因素。 本文基于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８ 年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 四年面板数据， 对我国居民互
联网使用行为对经济地位认同偏移的影响进行了系统研究， 并对产生这种影响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实
证结果表明： 我国居民的互联网使用行为对其经济地位认同偏移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对其高估经济
地位认同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 对其低估经济地位认同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使用互联网会导致经济
地位认同产生偏移， 同时会低估经济地位认同。 我们认为导致这一现象存在的原因在于： 人们使用互
联网后会降低主观经济地位， 提升客观经济地位。 进一步研究发现， 互联网使用对经济地位认同偏移
的影响在收入不平等程度不同和户籍类型不同的群体中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本文的实证发现对于增加
居民主观经济福利水平， 进而提升人民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有着重要的政策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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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 促进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数字产业集群。 数字经济正推动生产方式、 生活方

式和治理方式深刻变革， 成为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

键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

集体学习时强调， 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 在数字经济时代背

景下， 互联网已经深度渗透到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

面， 正深刻改变着国家、 企业、 个体等各层面经济社

会系统的运行模式和产出效率。 互联网的普及在优化

资源配置与产出效率的同时， 也深刻影响着人们行为

与价值观念， 为居民经济地位认同偏移带来了潜在风

险。 从宏观层面出发， 互联网这一新技术的运用将直

接或间接地对经济金融发展、 宏观政策制定、 跨境贸

易等经济活动产生影响 （Ｃｒoｎｉｎ， １９９８［１］； Ｃｈoｉ 等，
２００２［２］）； 从微观层面出发， 互联网使用有力地冲击

着人们固有的一系列微观经济行为， 如投资消费决

策、 交易模式、 社会关系等 （Ｓoｎｇ 和 Ｚａｈｅｄｉ， ２００５［３］；
Ｌoｈｍａｎｎ， ２０１５［４］）。 互联网使用是人们微观认知、
主观 信 念 以 及 地 位 认 同 的 影 响 因 素 （ Ｃａｓｔｅｌｌｓ，
１９９６［５］； 李春玲， ２０１９［６］）。 从资本的视角， 互联网

新媒体作为一种经济、 文化、 社会资本， 会对人们的

主观地位认同产生影响 （周葆华， ２０１０［７］ ）； 从信息

获取的视角， 互联网带来的信息共享会影响人们的主

观地位感知 （Ｃｈo 和 Ａｇｒｕｓａ， ２００６［８］ ）； 从参照群体

的视角， 社交软件的使用会影响人们的主观地位认同

（Ａｕｂｒｅｙ 和 Ｒｉｌｌ， ２０１３［９］）。 例如， 对高端消费、 生活

等类型内容的渲染会使人们的参照群体向上层偏移，
强化人们对于当前社会阶层地位分化的认知， 使人们

产生相对剥夺感， 主观地位认同向下偏移； 相反， 对

弱势群体等类似事件的报道会使人们的参照群体向中

下阶层倾斜， 从而产生相对优越感， 主观地位认同向

上偏移。
同时， 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 习近平

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

议时指出， 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

的。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

公、 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 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是

我国发展总体目标之一。 主观经济地位感知是居民幸

福感的重要影响因素 （李涛等， ２０１９［１０］）。 在数字经

济时代背景下， 互联网对人们行为与价值观念的影响

愈发凸显， 为居民经济地位认同偏移带来了潜在风

险， 并进一步影响居民幸福感的提升。 如何促进居民

正确感知主观经济地位、 增加主观经济福利水平成为

数字经济时代提升人民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的关

键。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

上指出， 网信事业发展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 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信息化发展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 《 “十四五” 国家信息化规划》 将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列为国家信息化发展的根本目

的。 基于此， 研究互联网使用对居民经济地位认同偏

移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在现实生活中， 人们往往很少以绝对尺度去衡量

事物， 天生就习惯进行社会比较。 社会比较作为一种

人类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 其起源可以追溯到西方哲

学、 社会学、 社会心理学等对于自我及社会影响的相

关研究。 随着社会比较理论研究的深入， 经济学者们

开始关注有关主观经济地位 （即相对收入） 的研究。
杜森贝利于 １９４９ 年提出了 “相对收入假说”， 假说

认为相对收入对人们消费行为会产生影响， 即消费函

数不仅受到个人收入的影响， 也会受到别人收入的影

响 （Ｄｕｅｓｅｎｂｅｒｒｙ， １９４９［１１］）。 随后也有大量实证文章

研究了主观经济地位对个人经济行为与决策的影响，
包括工作选择、 消费决策、 慈善捐助、 幸福感等

（Ｆｒａｎｋ， １９８５［１２］； Ａｋｅｒｌoｆ 和 Ｙｅｌｌｅｎ， １９９０［１３］； Ｃｌａｒｋ
和 Ｏｓｗａｌｄ， １９９８［１４］； 罗楚亮， ２００９［１５］ ）。 亦有大量

文献研究了主观经济地位的影响因素， 包括绝对收

入、 教育水平、 健康状况、 婚姻状况、 职业类型等

（Ｒａｖａｌｌｉoｎ 和 Ｌoｋｓｈｉｎ， １９９９［１６］； 何兴强和史卫， ２０１４［１７］；
李涛等， ２０１９［１０］）。

相对于主观经济地位， 还有一种能够测度人们经

济地位的指标就是客观经济地位， 即人们以客观收入

水平或财富水平来衡量其在所处群体或社会中的实际

地位。 然而， 现实生活中往往会有这样的现象， 即富

人觉得 “不富”， 穷人觉得 “不穷”。 从经济学的视

角来看， 这是一种经济地位认同偏移现象， 即人们对

于自身经济地位的主观认知存在偏差， 其主观经济地

位认同并不完全符合其客观经济地位的现象。 类似认

同偏移的研究， 最早来自社会学中的阶层认同

（Ｓｔａｔｕｓ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oｎ）， 即 “个人对自己在社会阶层结

构中所处位置的感知” （Ｊａｃｋｍａｎ 和 Ｊａｃｋｍａｎ， １９７３［１８］）。
在后续研究中， 学者们发现这种阶层认同同样适用于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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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其自身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主观意识、 评

价和感受， 即地位认同。 随着地位认同研究的深

入， 已有研究发现人们的主观地位认同虽然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其客观地位， 但并不与客观地位完全

相对应 （Ｇｒａｈａｍ 和 Ｐｅｔｔｉｎａｔo， ２００４［１９］ ）， 这种现象

被称为地位认同偏移。 地位认同偏移分为： 向上偏

移， 即主观地位认同高于客观地位； 向下偏移， 即主

观地位认同低于客观地位 （卢福营和张兆曙， ２００６［２０］）。
已有研究中， 地位认同偏移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收

入、 教育、 文化、 心理因素、 社会结构等 （范晓光

和陈云松， ２０１５［２１］； 韩钰和仇立平， ２０１５［２２］）。
那么， 互联网使用对经济地位认同偏移是否产生

影响？ 若产生影响， 作用机制又是什么？ 为了回答上

述问题，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 数据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和 ２０１８）， 构造 “经济地位认同

偏移” 指标， 实证分析了我国居民的互联网使用行

为对经济地位认同偏移的影响， 并进一步探讨产生这

种影响的原因。 进一步地， 通过引入收入不平等和户

籍特征变量指标， 实证分析了不同群体中互联网使用

对经济地位认同偏移的异质性影响。 实证结果表明，
我国居民的互联网使用行为显著促进了其经济地位认

同偏移， 对其高估经济地位认同有着显著的负向影

响， 对其低估经济地位认同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即

使用互联网会导致经济地位认同产生偏移， 会低估经

济地位认同。 我们认为导致这一现象存在的原因在

于： 人们使用互联网后会降低其对主观经济地位的评

价， 同时导致客观经济地位上升。 进一步地， 互联网

使用对经济地位认同偏移的影响在收入不平等程度不

同和户籍类型不同的群体中存在一定的异质性。
基于此， 本文有以下几方面的边际贡献： 其一，

本文基于问卷中关于个体对个人收入水平在本地所处

位置评价这一问题， 更好地刻度了主观经济地位， 进

而更精准地衡量了经济地位认同偏移。 其二， 本文证

实了互联网使用对人们经济地位认同偏移的重要影

响， 并通过了滞后一期回归、 替换主要解释变量与被

解释变量、 剔除部分样本等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 丰

富和补充了经济地位认同偏移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其三， 本文实证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人们经济地位认

同偏移影响的作用渠道与群体差异， 为政府增加居民

主观经济福利水平， 进而提升人民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的相关决策提供了学术支撑。

余文的结构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 第

三部分为数据样本和变量构造； 第四部分为实证分

析， 包括描述性统计、 基准回归分析、 内生性问题识

别、 稳健性检验和异质性分析； 第五部分为结论与政

策建议。

二、 文献综述

（一） 经济地位认同偏移

确切来说， 本文对经济地位认同偏移的界定， 源

自社会学中的阶层地位认同概念。 阶层地位认同是指

个人对自己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处位置的感知

（Ｊａｃｋｍａｎ， １９７３［１８］）。 这一阶层地位又有主观和客观

之分， 较早的研究指出人们的主观地位认同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其客观地位。 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较早地提

出阶级认同的概念， 认为个体的客观经济地位决定其

主观意识， 并依据客观经济水平的差异将人们划分为

不同的阶级群体。 卢福营和张兆曙 （２００６） ［２０］研究发

现村民对于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自我认同受到经济

收入的影响， 虽然不是完全对应的关系， 但村民的主

观经济地位认同与其客观经济水平总体来说具有一致

性。 李涛等 （２０１９） ［１０］也指出， 人们的客观相对收入

水平越高， 则主观经济地位越高。
随着研究的深入， 有研究发现， 人们的主观地位

认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客观地位， 但并不与

客观地位完全相对应， 即存在地位认同偏移。 韦伯研

究发现现实生活中人们客观地位的归属和主观地位的

认同在很多情况下都存在不一致的现象， 例如在资产

阶级革命后贵族虽然丧失了财富， 但仍自认为地位处

于上层。 主观地位认同和客观地位分层的不一致性已

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常态 （李培林， ２００５［２３］）。 主

观地位认同是相对独立的社会心理过程， 并不完全与

客观地位分层相一致。 这种地位认同偏移主要表现

为： 向上偏移， 即主观地位认同高于客观地位； 向下

偏移， 即主观地位认同低于客观地位 （卢福营和张

兆曙， ２００６［２０］）。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 本文认为人们的经济地位

认同也可能存在主观和客观不一致的现象， 即经济地

位认同偏移。 主观经济地位是指个体在主观上对其自

身相对收入或财富水平的认知， 它关注的是个体在特

定群体或社会中对自身经济状况的感受和评价。 这种

收入感知主要用自认为个人收入在本地的水平进行衡

量， 打分越高， 则其主观经济地位越高 （Ｒａｖａｌｌｉoｎ
和 Ｌoｋｓｈｉｎ， １９９９［１６］； Ｐoｗｄｔｈａｖｅｅ， ２００７［２４］ ）。 对 于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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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经济地位， 相关学者主要参照群体收入水平的

中位 数、 平均数或者收入在参照群体中的排序

（Ｒａｎｋ） 来定义， 排序等级越高， 则客观经济地位越

高 （Ｃｌａｒｋ 和 Ｏｓｗａｌｄ， １９９８［１４］； 李涛等， ２０１９［１０］ ）。
经济地位认同偏移则是用主观经济地位和客观经济地

位之间的差值进行衡量， 其中， 当主观经济地位小于

客观经济地位时， 表示主观经济地位认同向下偏移；
当主观经济地位大于客观经济地位时， 表示主观经济

地位认同向上偏移； 只有当主观经济地位等于客观经

济地位时， 表示主观经济地位认同与客观经济地位一

致 （韩钰和仇立平， ２０１５［２２］）。
（二） 互联网使用对经济地位认同偏移的影响

已有研究中， 地位认同偏移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

人口统计学变量、 经济学变量、 心理学变量、 社会学

变量等 （范晓光和陈云松， ２０１５［２１］； 韩钰和仇立平，
２０１５［２２］）。 刘欣 （２００２） ［２５］研究指出， 人们对自身阶

层的主观认知受到相对剥夺感的影响。 进一步地， 李

培林 （２００５） ［２６］从社会结构出发， 认为收入差距的扩

大导致中国社会缺乏成熟稳定的 “中间阶层”， 因而

导致主观地位认同和客观地位不一致的现象， 并提出

处于相对剥夺地位的人们对自身主观地位的感知更容

易具有向下偏移的倾向。 卢福营和张兆曙 （２００６）［２０］发

现浙江农民的主观地位认同存在偏移， 这种偏移可能

来源于文化传统、 心理因素、 思维方式、 现有社会结

构体系等多重因素， 受到 “怕富” 心理、 参照对象、
相对剥夺感的影响。 Ｒａｖａｌｌｉoｎ 和 Ｌoｋｓｈｉｎ （２００２）［２７］研究

发现， 对未来预期较消极的人们的经济地位认同更倾

向于向下偏移； 而对未来的预期更好或更具信心对人

们的主观经济地位认同则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Ｐoｗｄｔｈａｖｅｅ， ２００７［２４］ ）。 Ｌｉｔｗｉｎ 和 Ｓａｐｉｒ （ ２００９） ［２８］

认为， 老年人可能低估了经济困难， 经济地位认同呈

现出向上偏移。
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 人们开始关注互联网

对主观地位认同的影响。 Ａｈｎ （２０１２） ［２９］ 在一项针对

青少年的网络研究中发现， 使用 Ｆａｃｅｂooｋ 和 Ｍｙｓｐａｃｅ
的青少年倾向于具有更高的主观地位认同。 类似地，
另外一项针对大学生的研究也表明， 使用 Ｆａｃｅｂooｋ
与主观地位认同之间存在联系 （ Ａｕｂｒｅｙ 和 Ｒｉｌｌ，
２０１３［９］）。 周葆华 （２０１２） ［３０］ 证实了互联网对主观地

位认同的影响具备普适性， 但由于地区之间新媒体普

及率、 使用情况具有一定差别， 这种影响会因地区而

异。 Ｌoｈｍａｎｎ （２０１５） ［４］ 研究发现， 相较于不常使用

互联网的人， 频繁使用互联网的人在收入增长时的满

意度相对较低。
此外， 也有研究从资本、 信息获取、 参照群体

的视角解释了互联网对地位认同偏移的影响。 从资

本的视角来看， ＭｃＱｕａｉｌ 等 （１９７２） ［３１］ 提出媒体的使

用可以使人们获取谈资、 发展人际关系， 互联网等媒

体的使用对社会资本具有影响 （ Ｐｕｔｎａｍ， ２０００［３２］；
Ｗｅｌｌｍａｎ 等， ２００１［３３］ ）。 周葆华 （ ２０１０） ［７］ 还提出，
电脑、 手机等新媒体的使用可以被视为一种资源或资

本， 从而影响人们的主观地位意识； 新媒体的使用不

仅反映了经济资本， 还体现了文化资本， 且这种文化

资本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 从信息获取的

角度来看， 周葆华 （２０１０） ［７］ 认为， 互联网之所以区

别于传统媒体的原因是互联网不将其使用者局限于单

方面的接受信息， 而是赋予人们主动参与、 创造的能

力 （如在网上发帖、 进行社交等网络互动）， 进而对

主观地位认同产生相应影响。 Ｃｈo 等 （２００６） ［８］ 认

为， 新闻可以通过标识某个社会群体， 比如中产阶

级、 白领阶层， 从而影响人们对主观地位的感知。 从

参照群体的角度来看， 媒体在构建人们对于外部世界

的想象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媒体使用是人们认知社会

阶层分化、 选择参照群体的重要影响因素 （ Ｓｈｒｕｍ，
２００９［３４］）。 网络新闻可以通过呈现不同的阶层形象和

社会矛盾， 影响人们对于参照群体的选择 （周葆华，
２０１０［７］）。 胡建国 （２０１７） ［３５］认为互联网的兴起拓宽

了人们对于社会的认知范围， 使得参照群体发生了

变革， 参照对象不再局限于有限的个体， 并以此为

出发点探讨互联网使用对主观地位认同是否具有重

塑性； 他提出参照群体的改变会影响人们的主观地

位认同， 使得主观地位与客观地位并不完全一致。
大多数研究聚焦于互联网使用对主观地位认同的

影响， 并从资本、 信息获取、 参照群体视角进行了深

入分析。 从已有的经验分析来看， 使用互联网可以影

响人们的主观地位认同， 导致人们地位认同产生偏

移， 这一影响具备普适性， 且由于地区之间互联网普

及率及使用情况有一定差别， 因此又具有地区差异

性。 然而， 从经济地位视角出发， 聚焦于互联网使用

对主客观经济地位影响的研究较为匮乏。 鉴于互联网

络已经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及

“富人觉得 ‘不富’， 穷人觉得 ‘不穷’ ” 现象的存

在， 本文试图以此为出发点， 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

验相结合的方法， 来验证互联网使用对人们经济地位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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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偏移的影响。

三、 数据样本与变量描述

本文的数据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 Ｃｈｉｎａ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ａｎｅ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简称 ＣＦＰＳ）， 覆盖了中国除港

澳台外的 ３１ 个省份， 本文使用的是该调查的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８ 年的数据。

本文关注成人 （１６ 岁以上） 的互联网使用情况

对其经济地位认同偏移的影响， 其中人口统计学特征

变量主要来自成人问卷， 包括受访者互联网使用情

况、 经济地位认同偏移等， 而与家庭相关的变量主要

来自家庭问卷， 这包括家庭资产、 家庭负债、 家庭人

口结构等。
首先， 经济地位认同偏移。 本文的经济地位认

同偏移记作 Ｅｃoｎoｍｉｃ Ｓｔａｔｕｓ Ｂｉａｓ （简称， ＥＳＢ）， 等

于主观经济地位减去客观经济地位。 其中， 主观经

济地 位， 记 作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Ｅｃoｎoｍｉｃ Ｓｔａｔｕｓ （ 简 称，
ＳＥＳ）， 根据问题 “您的个人收入在本地属于？” 的

答案分别赋值 １－５， 取值越大表示主观经济地位越

高。 客观经济地位， 记作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Ｅｃoｎoｍｉｃ Ｓｔａｔｕｓ
（简称， ＯＥＳ）， 为能够更加准确地衡量受访者的客

观经济地位， 并且与主观经济地位中的 “本地” 相

对应， 根据李涛等 （２０１９） ［１０］ 的做法， 我们根据受

访者所在区县按受访年份对个人收入进行排序， 对

照主观经济地位分为 １ 到 ５ 五个等级， 取值越高，
其客观经济地位越高①。 为更加直观地观测受访者

经济地位认同偏移状况， 本文构造了以下一系列变

量 （见表 １）。

表 １ 变量定义

变量名称 定义

经济地位认同偏移指标

ＥＳＢ 经济地位认同偏移 －４ 到 ４

ＥＳＢ１ 是否存在经济地位认同偏移 存在时， 赋值为 １， 反之为 ０。

ＥＳＢ２ 是否高估
当 ＥＳＢ＞０ 时， 主观经济地位大于客观经济地位， 存在经济地位的高估现象， 赋值为

１， 反之为 ０。

ＥＳＢ３ 是否低估
当 ＥＳＢ＜０ 时， 主观经济地位小于客观经济地位， 存在经济地位的低估现象， 赋值为

１， 反之为 ０。

互联网使用情况指标 （核心解释变量）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是否使用互联网 若受访者使用了互联网， 则该变量赋值为 １， 反之为 ０②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Ｔｉｍｅ 互联网使用时间 受访者互联网使用时间， 计数单位为时 ／ 天③

控制变量

Ｍａｌｅ 性别 男性为 １， 女性为 ０

Ａgｅ１ 年龄 在采访当年的周岁年龄

Ａgｅ２ 年龄的二次方 —

７

①

②

③

有的区县的受访者总人数小于 ５ 人， 由于无法进行 ５ 等级划分， 我们将其赋值为缺失值； 此外， 有的受访者区县代码缺失， 我们也将这一部

分人赋值为缺失值。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４ 年两年问卷中， 关于受访者是否使用互联网的问题为： “请问， 你 ／ 您是否上网？ １. 是； ５. 否。 其中， ‘上网’ 是指通过电话

线、 局域网、 无线网等接入互联网的行为”， 因此， 当受访者相应回答为 “是” 时， 我们赋值为 １， 反之为 ０。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８ 年问卷中， 关

于受访者是否使用互联网的问题为： “是否移动上网， 即你 ／ 您是否使用移动设备， 比如手机、 平板， 上网？ １. 是； ５. 否。 是否电脑上网，
即您 ／ 你是否使用电脑上网？ １. 是； ５. 否”， 因此， 当受访者移动上网或者电脑上网时， 受访者使用互联网， 赋值为 １， 反之为 ０。
２０１０ 年问卷中， 关于受访者互联网使用时间的问题为： “最近非假期的一个月内， 你 ／ 您平均每天上网的时间约为多少小时？” 取值范围为０～
２４ 小时， 当受访者不使用互联网时， 其互联网使用时间赋值为 ０。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８ 年问卷中， 关于受访者互联网使用时间的问题为：
“一般情况下， 您 ／ 你每周业余时间里有多少小时用于上网？” 取值范围为 ０～ １６８ 小时， 为与 ２０１０ 年互联网使用时间指标一致， 本文将每周

互联网使用时间换算成每天互联网使用时间， 当受访者不使用互联网时， 其互联网使用时间赋值为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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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变量名称 定义

Ｅｄｕcａｔｉｏｎ 受教育年限 受访者的受教育年限

Ｆａｍｉｌｙｓｉｚｅ 家庭常住人口的数量 —

Ｒａｔｉｏ１６ 家庭常住人口中 １６ 岁以下的比例 —

Ｈｅａｌｔｈ１⁃Ｈｅａｌｔｈ５ 健康状况的五个虚拟变量

根据受访者对 “您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如何？” 进行赋值， 当受访者认为自己身体状

况的回答属于相应情况时赋值为 １， 反之为 ０。 其中， Ｈｅａｌｔｈ１ 表示非常不健康，
Ｈｅａｌｔｈ５ 表示非常健康

Ｒａｔｉｏ＿ｕｎｈｅａｌｔｈ 家庭常住人口中身体不佳的比例 身体健康状况为不健康或者非常不健康的成员比例

Ｍａｒｒｙ１⁃ Ｍａｒｒｙ５ 婚姻状况的五个虚拟变量
分别以 Ｍａｒｒｙ１、 Ｍａｒｒｙ２、 Ｍａｒｒｙ３、 Ｍａｒｒｙ４、 Ｍａｒｒｙ５ 表示未婚、 在婚、 同居、 离婚或丧

偶， 取值均为 ０ 或者 １

ｌｎＤｅｂｔ 家庭负债的对数 银行贷款、 亲友借款和民间借贷

ｌｎＡｓｓｅｔ 家庭资产的对数 家庭金融资产和固定资产

ｌｎＦｉｎcｏｍｅ 家庭人均收入对数化 —

　 　 此外， 由于不同地区在自然环境、 文化与社会经

济状况等方面存在差异， 对当地居民经济地位认同偏

移可能产生不同的影响， 我们在构建实证模型时控制

了省份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

四、 实证分析

（一） 统计分析

表 ２、 表 ３、 表 ４ 汇报了人们的经济地位认同偏

移状况。 总体来看， 全样本中 ８０. ７％的人的经济地

位认同产生了偏移， 其中经济地位认同高估占比为

２６. ４％， 低估占比为 ５４. ３％。 可以看出， 全样本中

有半数以上的人会低估其经济地位认同， 即人们的

主观经济地位低于客观经济地位。 从经济地位认同

初始低估值分布来看， 低估值为 “ －２” 的样本占比

最多， 为 ２１. ６７％， 其次为低估值为 “ － １” 的样

本； 从初始高估值分布来看， 高估值为 “１” 的样

本占比最多， 为 １３. ６５％， 其次为高估值为 “２” 的

样本。

表 ２ 经济地位认同偏移统计分布

变量 Ｏｂｓ Ｍｅａｎ Ｓｔｄ. Ｄｅｖ. Ｍｉｎ Ｍａｘ

ＥＳＢ１ １１５ ２４２ ０. ８０７ ０. ３９５ ０ １

ＥＳＢ２ １１５ ２４２ ０. ２６４ ０. ４４１ ０ １

ＥＳＢ３ １１５ ２４２ ０. ５４３ ０. ４９８ ０ １

表 ３ 主观经济地位与客观经济地位

客观经济地位

１ ２ ３ ４ ５ Ｔoｔａｌ

主
观
经
济
地
位

１ ５ ５７３ ５ ７６１ ５ ３０４ ４ ８９４ ３ １０９ ２４ ６４１

２ ４ ８４２ ５ ２００ ５ ５９８ ６ ２３２ ５ ８３０ ２７ ７０２

３ ８ ３４２ ８ ２８２ ８ ９６４ ９ ７５４ １３ ４３９ ４８ ７８１

４ １ ５８０ １ ５８１ １ ６１４ １ ６８４ ２ ６２１ ９ ０８０

５ １ ０４１ １ ０３３ １ １２８ ９９７ ８３９ ５ ０３８

Ｔoｔａｌ ２１ ３７８ ２１ ８５７ ２２ ６０８ ２３ ５６１ ２５ ８３８ １１ ５２４２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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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经济地位认同初始值分布

Ｆｒｅｑ.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Ｃｕｍ.

－４ ３ １０９ ２. ７０ ２. ７０

－３ １０ ７２４ ９. ３１ １２. ００

－２ ２４ ９７５ ２１. ６７ ３３. ６８

－１ ２３ ７３４ ２０. ５９ ５４. ２７

０ ２２ ２６０ １９. ３２ ７３. ５９

１ １５ ７３５ １３. ６５ ８７. ２４

２ １１ ０５１ ９. ５９ ９６. ８３

３ ２ ６１３ ２. ２７ ９９. １０

４ １ ０４１ ０. ９０ １００. ００

Ｔoｔａｌ １１５ ２４２ １００

　 　 表 ５ 汇报了其他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从互联网使

用情况来看， 样本中 ３４. ８％的人使用了互联网。 从

人口统计学特征来看， 样本中男性占比为 ４９. ６％，
男女比例大致相当。 样本中居民平均年龄为 ４５. ２７
岁， 这表明样本多属于壮年阶段。 样本中居民自评身

体健康状况平均值为 ３. ２９６， 即位于一般和健康之

间。 样本中居民的受教育年限平均值是 ７. ４２ 年， 若

以常规受教育年限为参照， 样本受教育程度多处于初

中未毕业状态。 从家庭特征来看， 样本中家庭负债平

均为 ４２ １６２. ９２ 元， 家庭资产平均为 ２ ０７１ ４９８ 元，
家庭人均收入为 １８ ２７０. ５３ 元。 此外， 样本中家庭平

均由 ４ 人组成。 其中， １６ 岁以下的人口平均占总人

口的 １４. ０％， 而身体状况欠佳的人口平均占总人口

的 ２７. ２％。

表 ５ 其他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Ｏｂｓ Ｍｅａｎ Ｓｔｄ. Ｄｅｖ. Ｍｉｎ Ｍａｘ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１３５ ４９６ ０. ３４８ ０. ４７６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Ｍａｌｅ １３８ ９２２ ０. ４９６ ０. ５００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Ａgｅ１ １３８ ９０８ ４５. ２７０ １７. ５４０ ９. ０００ １１０. ０００

Ｈｅａｌｔｈ １３８ ８９３ ３. ２９６ １. ２８９ １. ０００ ５. ０００

Ｅｄｕcａｔｉｏｎ １３２ ３３６ ７. ４２３ ４. ８２２ －１. ０００ ２３. ０００

Ｍａｒｒｙ １３６ ４５１ ２. ０８１ ０. ８７４ １. ０００ ５. ０００

ｌｎＦｉｎcｏｍｅ １３４ ３５３ ９. １８４ １. １５７ ０. ０００ １５. ５５０

ｌｎＡｓｓｅｔ １２２ ６８１ １１. ５１０ ２. ８５２ ０. ０００ ２３. ７２０

ｌｎＤｅｂｔ １３７ １３０ ３. ６５０ ５. ０９２ ０. ０００ １８. ４２０

Ｆａｍｉｌｙｓｉｚｅ １３８ ９３６ ４. ３０２ １. ９７７ １. ０００ ２６. ０００

Ｒａｔｉｏ１６ １３８ ９３６ ０. １４０ ０. １６４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Ｒａｔｉｏ＿ｕｎｈｅａｌｔｈ １３８ ９２７ ０. ２７２ ０. ３１２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二） 回归分析

１. 基准回归分析。
考虑到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二元变量， 因此本文

使用 Ｐｒoｂｉｔ 模型实证研究人们的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其

经济地位认同偏移的影响。 回归中控制了省份和时间

固定效应。 相应的回归方程如下：

Ｐｒ （ＥＳＢ ｉｊｔ ＝ １） ＝ φ （α＋βＸ ｉｊｔ＋γＺ ｉｊｔ

＋δ ｊ＋δｔ＋εｉｊｔ）

其中， ｉ 为居民， ｊ 为省份， ｔ 为年份； ＥＳＢ ｉｊｔ表示不同

年份、 不同省份的不同居民的经济地位认同偏移；
Ｘ ｉｊｔ表示不同年份、 不同省份的不同居民的互联网使

用情况； Ｚ ｉｊｔ为控制变量组合。
表 ６ 是基准回归的结果。 列 （１） 回归结果显示

居民使用互联网显著提升了其经济地位认同偏移， 即

当居民使用互联网之后， 则其经济地位认同产生偏移

的概率提高 ２. ６％。 列 （２） 回归结果显示， 居民使

用互联网对其经济地位认同高估具有显著的负向影

响， 即当居民使用互联网之后， 则其高估经济地位认

同的概率降低 ４. ４％。 列 （３） 回归结果显示， 居民

使用互联网对其经济地位认同低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 即当居民使用互联网之后， 则其低估经济地位认

同的概率提高 ６. ９％。 以上实证检验结果可以看出，
人们在使用互联网之后， 会导致其经济地位认同产生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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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移， 同时， 人们普遍会更低估其经济地位。

表 ６ 基准回归分析结果

（１） （２） （３）

ＥＳＢ１ ＥＳＢ２ ＥＳＢ３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０. ０２６∗∗∗

（０. ００４）
－０. ０４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６９∗∗∗

（０. ００５）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９４ ６９０ ９４ ６８３ ９４ ６９５

２. 稳健性检验。
为了证实结论的可靠性， 我们对基准回归结果进

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
首先， 我们使用了居民的互联网使用时间来衡量

其互联网使用情况， 即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Ｔｉｍｅ， 居民的互联网

使用时间越长， 其互联网使用越频繁。 表 ７ 汇报了相

应的回归结果。 回归结果显示， 居民互联网使用时间

越长， 其经济地位认同产生偏移的可能性越高， 同

时， 越会低估经济地位认同。

表 ７ 稳健性检验一： 替换主要解释变量

（１） （２） （３）

ＥＳＢ１ ＥＳＢ２ ＥＳＢ３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Ｔｉｍｅ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２）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９４ ５６６ ９４ ５５９ ９４ ５７１

其次， 社会地位是一种能够更加综合衡量居民经

济地位的变量指标。 因此， 我们构造了主观社会地位

变量指标， 记作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Ｓoｃｉ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简称 ＳＳＳ），
根据问卷中的问题 “您给自己在本地的社会地位打

几分？” 来定义， 相应的选项 １ 到 ５ 代表 “很低” 到

“很高”， 取值越高， 其主观社会地位越高。 按照之

前的构造方法， 构造了相应的经济地位认同偏移变

量， 记作 ＥＳＢＳ， 即 ＥＳＢＳ ＝ ＳＳＳ－ＯＥＳ， 其取值范围为

－４ 到 ４。 在此基础上， 我们构造了相应的是否偏移、
是否高估、 是否低估三组变量， 分别记作 ＥＳＢＳ１、
ＥＳＢＳ２、 ＥＳＢＳ３。 表 ８ 汇报了相应的回归结果。 回归

结果显示， 居民使用互联网之后， 其经济地位认同产

生偏移的可能性越高， 同时， 越会低估经济地位

认同。

表 ８　 稳健性检验二： 替换被解释变量———主观经济地位

（１） （２） （３）

ＥＳＢＳ１ ＥＳＢＳ２ ＥＳＢＳ３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０. ０２０∗∗∗

（０. ００４）
－０. ０６３∗∗∗

（０. ００５）
０. ０７６∗∗∗

（０. ００５）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１０２ ３７７ １０２ ３８４ １０２ ３８９

再次， 我们改变居民客观经济地位的衡量方

法， 根据居民所在省份按受访年份对个人收入进行

排序， 对照主观经济地位分为 １ 到 ５ 五个等级， 取

值越高， 其客观经济地位越高， 记作 ＯＥＳ１。 按照

之前的构造方法， 构造了相应的经济地位认同偏移

变量， 记作 ＥＳＢＰ， 即 ＥＳＢＰ ＝ ＳＥＳ－ＯＥＳ１， 其取值范

围为－４ 到 ４。 在此基础上， 我们构造了相应的是否

偏移、 是否高估、 是否低估三组变量， 分别记作

ＥＳＢＰ１、 ＥＳＢＰ２、 ＥＳＢＰ３。 表 ９ 汇报了相应的回归

结果。 回归结果显示， 居民使用互联网之后， 其经

济地位认同产生偏移的可能性越高， 同时越会低估

经济地位认同。

表 ９　 稳健性检验二： 替换被解释变量———客观经济地位

（１） （２） （３）

ＥＳＢＰ１ ＥＳＢＰ２ ＥＳＢＰ３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０. ０２７∗∗∗

（０. ００４）
－０. ０５３∗∗∗

（０. ００４）
０. ０７８∗∗∗

（０. ００５）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９６ ４００ ９６ ４００ ９６ ４００

最后， 本文被解释变量经济地位认同偏移初始值

为－４ 到 ４， 为多值有序离散变量。 我们使用面板数

据多值有序离散变量回归的 ｐｒoｂｉｔ 模型进行稳健性检

验。 表 １０ 汇报了相应的回归结果。 列 （１） 为居民

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其经济地位认同偏移的回归结果，
结果显示居民使用互联网会低估其经济地位认同。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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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２）， 我们构造了变量 ＥＳＢ４， 即当 ＥＳＢ＜０ 时， 赋

值为 １； 当 ＥＳＢ＝ ０ 时， 赋值为 ２； 当 ＥＳＢ＞０ 时， 赋值

为 ３。 回归结果同列 （１） 结果类似。 在列 （３）， 我们

构造了变量 ＥＳＢ５， 当 ＥＳＢ≤０ 时， 赋值为缺失值； 当

ＥＳＢ＞０ 时， ＥＳＢ５＝ＥＳＢ。 该变量表示高估经济地位群

体中， 居民对经济地位高估的程度， 取值范围为 １ 到

４， 取值越高， 高估程度越高。 回归结果显示， 针对高

估经济地位的群体， 居民使用互联网对其高估经济地

位认同的程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在列 （４）， 我们构

造了变量 ＥＳＢ６， 即当 ＥＳＢ≥０ 时， 赋值为缺失值； 当

ＥＳＢ＜０ 时， ＥＳＢ６ ＝ ０－ＥＳＢ。 该变量表示低估经济地位

群体中， 居民对经济地位低估的程度， 取值范围为 １
到 ４， 取值越高， 低估程度越高。 回归结果显示， 针

对低估经济地位的群体， 居民使用互联网对其低估经

济地位认同的程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表 １０ 稳健性检验二： 替换被解释变量———初始值

（１） （２） （３） （４）

ＥＳＢ ＥＳＢ４ ＥＳＢ５ ＥＳＢ６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０. １５４∗∗∗

（０. ０１１）
－０. １６７∗∗∗

（０. ０１２）
－０. ０９６∗∗∗

（０. ０２１）
０. ０７０∗∗∗

（０. ０１５）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９４ ７００ ９４ ７００ ２６ ０９５ ５０ ２９６

以上回归结果显示， 居民使用互联网后， 其经济

地位认同产生偏移可能性会增强， 同时， 会低估其经

济地位认同。 这一结果是稳健显著存在的。
３. 内生性问题识别。
上文互联网使用对经济地位认同偏移影响的回归

分析中已经考虑了尽可能多的控制变量， 但互联网使

用与经济地位认同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反向因果关系，
即不仅互联网使用会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人们

的经济地位认同偏移， 经济地位认同偏移也可能对人

们的互联网使用行为产生影响。 为了缓解这一反向因

果问题， 我们使用滞后一期的互联网使用行为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ｌ
作为核心解释变量。 即分析人们上一期互联网使用行

为对当期经济地位认同偏移的影响， 进而克服可能存

在的反向因果问题， 共有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８ 年

三年数据。 表 １１ 汇报了相应的回归结果。 回归结果显

示， 人们前一期的互联网使用行为同样会导致当期经

济地位认同偏移， 并且会低估当期经济地位认同。

表 １１ 内生性问题识别 １： 滞后一期回归分析

（１） （２） （３）

ＥＳＢ１ ＥＳＢ２ ＥＳＢ３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１
０. ０２４∗∗∗

（０. ００５）
－０. ０５１∗∗∗

（０. ００６）
０. ０７３∗∗∗

（０. ００６）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６５ ９５７ ６５ ９５３ ６５ ９６０

接着， 考虑到当期互联网使用与前一期经济地位

认同偏移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我们进一步剔

除当期和前一期都使用互联网的样本， 对当期新增互

联网使用和未使用互联网样本进行回归分析， 共有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８ 年三年数据。 表 １２ 汇报了

相应的回归结果。 可以看出， 与不使用互联网群体相

比， 当期新增使用互联网会导致其经济地位认同产生

偏移， 并且会低估当期的经济地位认同。

表 １２　 内生性问题识别 ２： 新增互联网使用样本回归分析

（１） （２） （３）

ＥＳＢ１ ＥＳＢ２ ＥＳＢ３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０. ０１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４５∗∗∗

（０. ００６）
０. ０５９∗∗∗

（０. ００７）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５４ ８５４ ５４ ８５４ ５４ ８５４

４. 原因分析。
根据本文对经济地位认同偏移的定义， 可以看出

人们的互联网使用行为之所以会导致其经济地位认同

产生偏移， 是由于其互联网使用会导致主观经济地位

和客观经济地位发生变化。 我们认为， 人们使用互联

网之后， 一方面， 会导致其主观经济地位降低； 另一

方面， 会导致其客观经济地位变高。 在此假设的基础

上， 人们使用互联网会导致其经济地位认同产生偏

移， 同时会低估其经济地位认同。 为检验我们假设的

有效性， 我们进行了进一步的回归分析。 表 １３ 汇报

了相应的回归结果。
列 （１） 为互联网使用对主观经济地位的回归结

果。 在控制人们客观经济地位及其他控制变量的基础

上， 我们发现人们使用互联网与主观经济地位存在显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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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的负相关关系。 随着互联网络的快速发展， 人们的

信息获取方式由之前的纸媒、 广播、 电视， 逐渐拓展

到以互联网为主， 通过互联网络能够更快、 更多地获

取信息。 Ｌoｈｍａｎｎ （２０１５） ［４］ 的研究也佐证了这一发

现。 这可能是因为， 互联网提高了人们的美好生活阈

值， 使个人更难以被当下满足 （ Ｂｒｕｎｉ 和 Ｓｔａｎｃａ，
２００６［３６］； Ｈｙｌｌ 和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 ２０１３［３７］； Ｓａｂａｔｉｎｉ 和 Ｓａｒ⁃
ｒａｃｉｎo， ２０１５［３８］）； 另一方面， 频繁使用互联网的人

更容易和那些奢侈生活的人进行比较 （ Ｃｌａｒｋ 和

Ｓｅｎｉｋ， ２０１０［１４］ ）。 在这些社会比较的共同作用下，
人们的互联网使用行为会导致进行向上社会比较

（孙晓军等， ２０１６［３９］）， 进而降低了其主观经济地位。
列 （２） 为互联网使用对客观经济地位的回归结

果。 在控制人们主观经济地位及其他控制变量的基础

上， 我们发现人们使用互联网与客观经济地位存在显

著的正相关关系， Ｄｉｍａｇｇｉo 和 Ｂoｎｉｋoｗｓｋｉ （２００８） ［４０］研

究也发现了这一情况： 居民收入和互联网使用之间存

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并且他们指出熟练掌握互联网

技术的居民能够接触到更多的就业机会， 进而改善就

业情况， 而不具备这一技能的居民就很难享受到这一

福利。 因此可以看出， 互联网使用会显著提高人们的

客观经济地位。

表 １３ 互联网使用与主观经济地位、 客观经济地位

（１） （２）

ＳＥＳ Ｏ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０. ０６３∗∗∗

（０. ０１２）
０. １７２∗∗∗

（０. ０１１）

ＳＥＳ
０. ０６９∗∗∗

（０. ００４）

ＯＥＳ
０. ０５３∗∗∗

（０. ００３）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Ｎ ９４ ７００ ９４ ７００

为进一步消除主客观经济地位之间可能存在的内

生性， 我们分别构造了区县层面的主客观经济地位均

值， 用以替代回归分析中的个人主客观经济地位， 分

别记作 ＳＥＳＣ、 ＯＥＳＣ， 表 １４ 汇报了相应的回归结果。
回归结果与上述回归结果类似， 互联网使用显著降低

了人们的主观经济地位， 显著提高了人们的客观经济

地位。

表 １４ 互联网使用与主观经济地位、 客观经济地位

（１） （２）

ＳＥＳＣ ＯＥＳＣ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０. ０５３∗∗∗

（０. ０１２）
０. １９３∗∗∗

（０. ０１０）

ＳＥＳＣ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８）

ＯＥＳＣ
０. ３３２∗

（０. １８７）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Ｎ ９４ ７００ １０６ １６７

以上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客观上， 互联网使用

会导致人们的收入提高， 进而其客观经济地位会提

高， 而主观上， 人们对其经济地位的评价会有所降

低。 在两者的作用之下， 人们使用互联网会导致其

经济地位认同产生偏移， 同时， 会低估其经济地位

认同。
５. 进一步分析。
考虑到中国不同地区的文化差异和制度环境的多

样性， 本文进一步探究了互联网使用对经济地位认同

偏移在收入不平等程度不同和户籍类型不同的群体中

可能存在的差异化影响。
（１） 不同收入不平等程度群体中的互联网使用

对经济地位认同偏移的影响。 表 １５ 回归结果显示，
在考虑了收入不平等水平以及互联网使用与其的交互

作用后， 人们使用互联网对其经济地位认同偏移的影

响因收入不平等的不同而有差异。 较高的收入不平等

水平会降低互联网使用导致经济地位认同产生偏移的

可能以及低估经济地位认同的可能。

表 １５ 不同收入不平等程度群体中互联网使用

对经济地位认同偏移的影响

（１） （２） （３）

ＥＳＢ１ ＥＳＢ２ ＥＳＢ３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０. ０６９∗∗∗

（０. ０１５）
－０. ０４０∗∗

（０. ０１６）
０. １１５∗∗∗

（０. ０１８）

Ｇｉｎｉ
０. ０５５∗∗∗

（０. ０２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２３）

０. ０６０∗∗

（０. ０２７）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Ｇｉｎｉ
－０. ０９３∗∗∗

（０. ０３２）
－０. ００８
（０. ０３５）

－０. １０１∗∗

（０. ０４０）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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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１） （２） （３）

ＥＳＢ１ ＥＳＢ２ ＥＳＢ３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８９ ５０４ ８９ ４９７ ８９ ５０９

（２） 不同户籍类型群体中的互联网使用对经济

地位认同偏移的影响。 表 １６ 回归结果显示， 在考虑

了户籍类型以及互联网使用与其的交互作用后， 人们

使用互联网对其经济地位认同偏移的影响因户籍类型

的不同而有差异。 非农户口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互联

网使用对经济地位认同偏移正向影响， 削弱了互联网

使用对高估经济地位认同的负向影响。

表 １６ 不同户籍类型群体中互联网使用

对经济地位认同偏移的影响

（１） （２） （３）

ＥＳＢ１ ＥＳＢ２ ＥＳＢ３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０. ０１８∗∗∗

（０. ００４）
－０. ０４７∗∗∗

（０. ００５）
０. ０６８∗∗∗

（０. ００６）

Ｈｕkｏｕ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４）
－０. ０４１∗∗∗

（０. ００５）
０. ０４２∗∗∗

（０. ００６）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Ｈｕkｏｕ
０. ０２１∗∗∗

（０. ００６）
０. ０２１∗∗∗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８）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９４ ５６３ ９４ ５５６ ９４ ５６８

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 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

障和改善民生， 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 不断实

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与此同时， 数字经济已成

为驱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数字经济的迅

猛发展为居民经济地位认同偏移带来了潜在风险， 为

提升人民主观经济福利感知， 增强人民获得感、 幸福

感、 安全感带来了新的挑战。 本文利用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８ 年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 ” 数据构建了 “经济地位认同偏移” 指标，
在考虑了内生性的基础上， 系统研究了我国居民的互

联网使用行为对经济地位认同偏移的影响， 并对产生

这种影响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进一步地， 通过引入收

入不平等和户籍特征变量指标， 实证分析了不同群体

中互联网使用对经济地位认同偏移的异质性影响。 实

证结果表明， 我国居民的互联网使用行为对其经济地

位认同偏移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对其高估经济地位

认同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 对其低估经济地位认同有

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即使用互联网会导致经济地位认

同产生偏移， 会低估经济地位认同。 我们认为导致这

一现象存在的原因在于： 人们使用互联网后会降低其

对主观经济地位的评价， 同时导致客观经济地位上

升。 进一步地， 互联网使用对经济地位认同偏移的影

响在收入不平等程度不同和户籍类型不同的群体中存

在一定的异质性。
本文针对互联网使用对经济地位认同偏移影响的

研究具有一定理论价值与政策意义。 一方面， 本文补

充了国内关于互联网使用与地位认同的文献研究， 并

进一步证实了互联网使用不仅与人们的主观地位认同

相关联， 而且对人们的经济地位认同偏移有着显著的

影响。 这一结论表明互联网使用在人们进行经济地位

的社会比较中具有重要意义， 提醒人们注意互联网使

用可能会引发主观经济福利水平偏低等系列问题。 另

一方面， 由于互联网使用影响着经济地位认同偏移，
并进一步影响着我国居民的主观经济福利水平， 因此

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在居民使用互联网的过程

中， 政府应重视引导其正确评价经济地位认同， 增加

其主观经济福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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